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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封建王朝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演变史中，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极具特殊性，在学
校教育于国家治理中整体地位边缘化的趋势下，政治优势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却从教育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并
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等级化及实用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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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王朝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史的发展演变史中，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具有重要而独

特的地位，它既不同于之前汉、唐、宋等以汉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也与北

魏、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学校教育政策有相当的差别。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在价

值倾向、学校体系建立及教学内容选择、优惠政策制定、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关系处置等方面有其自

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并最终影响到元代少数民族教育生态的变化及民族文化格局的形成，甚至对元

代的政治格局及民族关系亦有重要影响。

一、从核心走向边缘: 元代统治模式支配下的学校教育边缘化倾向

作为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区域性政权演变为全国性政权的 “征服王朝”，如何管理或统治一个前所

未有的新型国家成为元朝政权面临的政治难题，以前的统治策略与经验未能提供足够的直接借鉴。具

体而言，一方面，元代是少数民族政权，传统的汉族中原王朝以儒治国、强调夷夏之辨的政策是出于

征服者的优势心态、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维护政治、经济等多种利益的考量，很难被蒙元统治者完

全继承并直接推行; 另一方面，与辽、西夏及金代等区域性少数民族政权不同，元朝疆域辽阔、人口

众多，民族与宗教文化极其多元化，不同民族间文化与政治力量的对比格局明显不同，并且在蒙元统

治者看来，辽、西夏与金代的统治模式是作为失败的政治统治案例，而受到质疑与批评。①

有学者认为，建立了辽、金及元政权的契丹、女真及蒙古这些少数民族文化在许多方面并不比汉

族逊色，甚至比汉族还出色，如出色的军事组织能力、高效率的行政能力、勤劳淳朴的精神及尚武重

义、重视宗教等价值观念。既然这些政权的政治认同不仅来自汉地，也来自腹心之地，本身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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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诸多长处，加上更为重要的因素———征服的状态，决定它们在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设计中会保留诸

多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而不会简单汉化。① 在蒙汉二元政治体制下，有元一代并未树立一个明确的意识

形态来指导国家发展，而在文教方面，核心则是奉行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多元文化政策。不同的宗教与

文化派别在元代有了新的发展。藏传佛教、全真教与程朱理学在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发挥着不尽相同的

作用。尊崇藏传佛教，不仅是蒙元统治者的精神需要，且关系到对藏区 ( 吐蕃) 的有效统治; 对全

真教的扶持，是考虑到其庞大的势力对国家统治的影响; 而对儒学的保护与利用政策则是主要考虑到

占据人口优势的汉人与南人 ( 主体为汉族) 的基本文化与心理诉求，安抚的色彩较浓厚。在元代社

会，儒学“不过是相互竞争以期引起皇帝注意的诸多 ‘宗教’中的一种”②，儒学教育在之前社会中

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已相当淡化，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多元文化政策取代了学校教育政策，成为统治族群

多样性极为突出的帝国的重要工具。
学校教育在国家统治政策中地位的边缘化倾向，在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中已不同程度地

存在，而在元代则更为突出，这是从唐、宋的 “科举社会”倒退为元代 “世袭社会”的必然结果。
国家的统治重在通过行政、军事及经济的手段加强对帝国疆域内各地区、各民族的统治，而学校教育

不再担负培养官僚后备队伍的基本职责，重要官吏的选拔因强调出身而与学校教育及科举的关系大为

疏远，这些导致了元代学校教育的边缘化。

二、从边缘走向核心: 政治优势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在元代学校教育政策中的地位

整体上，多元文化政策影响下的元代学校教育政策具有复合性的特征。一方面，具有以汉族为政

治主体的传统中原王朝的学校教育政策的某些重要元素，如尊孔崇儒、兴办儒家教育、推行科举考试

及发展专科学校等，同时也具有少数民族政权的学校教育政策的某些特殊元素，如特别重视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学校的建立与发展，特别重视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贵族子弟的受教育权及其在科举考试

中所享受的特殊性政策或优惠性政策等。③ 但这种复合性并不是两种学校教育政策的简单叠加，而是

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富有深意的创造与变化。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现实政治与经

济等方面的利益争斗，使元代学校教育政策整体上呈现出政治化、多元化、复杂化等特点，其稳定性

与前后朝代相比明显不足。
与以往汉族政权中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相比，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有两点意义深远的

变化:

其一，虽然学校教育在国家统治中的地位整体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但由于政权性质变化，元代

少数民族 ( 主要是政治优势少数民族) 学校教育政策在国家学校教育政策中的地位从边缘走向核心，

从附属走向主体，并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政策影响下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在 “金字塔型”的学校教

育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甚至在中央的官学体制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的对象

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汉族政权以 “夷夏之辨”的政治文化标准为基础，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指

向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 尽管在实施中只涉及部分少数民族) ，而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则大

为不同，它抛开了传统的“夷夏之辨”，主要从与政权的亲近程度进行族群的划分，仅指向在政治上

占优势地位的蒙古及色目族群，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则很少受到特别的关注。
这种变化在蒙古族的学校教育政策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元朝建立后，加强蒙古族儒学教育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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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屈文军: 《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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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两种体系本身有诸多重叠之处，如兴办儒学、提倡科举、举办专科学校以及对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的优惠等，少数民

族政权的学校教育政策本身也是受到汉族政权文教政策的直接影响，但即使是这些重叠之处，其性质、观念及程度等也不尽相同。



不绝于耳，其中既有蒙古、色目族官僚和知识分子，也有汉族官僚与知识分子，他们虽分属不同族

群，但其文化教育价值观无疑都服膺于儒家文化。加强蒙古贵族子弟的儒学教育，对于统治者而言，

主要是为了保持统治民族的优势地位，而对于汉族官僚与知识分子而言，这一政策建议不仅具有榜样

示范的象征意义，更是基于着力提高蒙古贵族官僚的文化素养以提升其执政能力的迫切现实需求。在

重视“根脚”，蒙古贵族子弟素来养尊处优、不学无术且高居要职，而科举与仕宦的联结并不牢固的

政治环境中，儒家知识分子与官僚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不心甘情愿却极为重要，是为国家政事虑而不为

一族一隅之利益计，当然其中也包含以儒学教育影响作为统治集团的蒙古贵族子弟，重新确立儒学统

治地位的政治考量，如至元八年 ( 1271) ，许衡接受忽必烈的任命，担任国子祭酒一职，并倾尽心血

教导蒙古贵族子弟。
其二，汉族政权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主要是为通过儒家经学教育提升少数民族子弟特别是上

层子弟儒学素养，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而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的方向并不明

确，且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 1) 作为元代各种政治力量的角力场，少数民族乃至整个学校教育政策

在不同的政治力量间保持基本的平衡; ( 2) 既要体现国家从崇尚武功到提倡文治的转变，又不使文

教侵蚀武功; ( 3) 既能满足蒙古 ( 及色目) 子弟掌握一定的儒家文化素养，从而对一个复杂的多元

化社会进行治理的需要，又不导致大规模的深度汉化出现; ( 4) 既要较好地提升少数民族贵族子弟

的文化素养，又要尽量避免传统儒家教育实用性不足的固有缺陷; ( 5) 在有限度地学习汉法、推行

儒家教育的过程中建立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并尽可能使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得以顺利传承; ( 6 ) 既要

体现有限的公平性，同时又能够保证少数民族贵族子弟在教育与科举竞争中不会处于劣势地位，从而

使其特权与利益不受侵害等。这些问题有的似乎充满着矛盾与冲突，有的则通过强制给予某些集团

( 族群) 过于明显的优待政策来加以解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元代统治阶级在制定少数民族学校教

育政策之初，就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理性的考量与抉择，而是政策制定本身受诸种复杂因素的影

响，政策与问题共始终。总体上看，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统治者对儒学教育价值的怀疑、多

种政治力量的冲突及学校管理经验的缺失等因素，导致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的整体导向不太明

确，始终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政策架构。

三、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的具体特征

1. 有侧重的多元化
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最大的变化是提倡儒学教育并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而形成的两

个教育系列，它们没有严格的民族界限，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一个是由地方儒学与中央国子学构成的

少数民族儒学教育系列，另一个是教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系列，主体是地方蒙古字学和蒙古国

子学构成的蒙古新字学校，附属的则是回回国子学。与儒学及蒙古字学体系化的状况不同，回回国子

学只是一所单一的学校，并没有大量相应的地方学校为基础，这也反映出元代多元文化发展的基本态

势以及政治力量对学校教育的渗透。
在元代发展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子学系统办学思路的调整。元代最终形成了国

子学 ( 1271 年始设) ①、蒙古国子学 ( 1271 年设立) 及回回国子学 ( 1289 年设立) 三足鼎立的格局，

国子学开始由单一学校、单一类型演变为多所学校、多种类型的国子学系统。
从西夏、金到元代，国子学系统的演变不仅是外部学校形态的变化，更是内部的构成关系的演变

态势，从中折射出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与以往大不相同的价值观及其技术化倾向。自西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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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元代国子学的设立时间有不同看法，王建军在其博士论文《元代国子监研究》 ( 暨南大学，2002 年) 中专门进行了讨

论，现依其研究，将元代国子学的设立时间定为至元八年 ( 1271) 。



来，以儒治国的统治思想及科举取士的主导地位，使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儒学教育在官学教育体系

中的主导地位逐渐稳固，尤其是国子学的地位更是不可动摇，“国子学”成为体现儒家学说政治地位

的文化符号。元朝的建立暂时终结了儒学的统治地位，汉语言文字受到蒙古新字的挑战。在统治者的

眼中，汉字地位终不及蒙古新字，蒙古新字被称为“国字”并居“诸字之右”，蒙古字学被称为 “国

学”、“右学”。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多元化趋势及对蒙古新字教育的特别推崇与偏爱使传统儒学

教育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打破，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开始与传统儒学教育并驾齐驱且后来居上。不论

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上，都是耐人寻味并值得研究的。
重视蒙古新字并大规模开设蒙古新字教育在元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似乎顺理成章，更多人选择了

认可与接受，但也有个别学者对其是否公正、合理提出了质疑。赵天麟在 《饰译学》一文中，明确

对元代将蒙古新字置于诸种文字之上，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蒙古字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然以国家

初统北方，乃北方之王，而当崇北方也。今则东西南北罔不承风，笼今昔而同归，总神祇而独祀。何

代之制，非陛下当行之制乎? 何方之民，非陛下普庇之民乎? 乃所谓天下之主，而非若统北方之时

也。岂宜独尊异北方之言哉?”① 赵天麟的批评或许在民族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显得有些另类，却反映

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引发了我们对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教育问题的思考，即基

于多种语言文字并存的客观事实，应依据何种标准选择某一语言文字使其超越地域和民族的界限而成

为国家的语言文字; 在多语言文字并存的国家应如何看待国家语言文字、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其他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 应依何种原则实施语言文字教育政策; 如何看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

语言文字及其教育中的公平性问题，等等。
2. 有限度的开放性
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在诸多方面体现出开放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平等，而是与蒙古文化扩

张主义、对蒙古贵族特权的保护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或可称之为有限的开放性策略。
有限的开放性策略主要体现为既坚持多元文化相互涵化立场下的开放性，又推行配额制 ( 国子

学系统) 和“儒户世袭入学” ( 地方儒学系统) 的政策。在其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中，既为地方行政长

官 ( 包括大批蒙古、色目族官僚) 和绅士及蒙古、色目家庭推行少数民族儒学教育提供了宽松的政

策空间，同时又强调蒙古文化本位，并在某一时期限制某些民族学习蒙古文字。
整体上看，元代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打破了区域性少数民族政权为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子

弟单独设学的传统，取消入学的民族身份限制，提倡多元文化在学校教育这一领域中相互涵化，即少

数民族学生可以进入儒家学校中学习儒家经典，也可以进入蒙古字学及回回国子学等其他类型的学校

中学习，而汉族学生既可以在传统的儒家学校中学习儒家经典，也可以进入各种蒙古字学及回回国子

学等其他学校中学习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文字。这种相互涵化不仅是指分属不同民族文化的教育内容

在原则上向所有民族的学生开放，同时也表现在同一所学校向所有民族的学生开放，即具体的学校教

育体现出民族混合的特点，② 更以配额制的形式在国子学、蒙古国子学等学校中得以展现，体现出民

族的开放性。
开放性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带来的双向涵化与不同民族间通婚及习俗的相互习染等一同促进

了元代的民族融合。双向涵化具有一种相对的对等性，即在双向涵化过程中，不同文化力量之间有强

弱对比，受影响人数有多少之别，但相互影响的整体趋势则是不变的。这种对等性可简略分为: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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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天麟: 《饰译学》，载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 911，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 147 － 148 页。
个别情况下也有例外，如蒙古国子学在开办之初并未将“南人”考虑在内，南人与蒙古文化之间的文化心理与情感距离可

能是统治者在限制“南人”进入蒙古国子学方面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大德六年 ( 1302) ，上都设立国子学分学，主要以四大怯薛

子弟入宿卫者的生员为对象。《元史·尚野传》载: “大德六年，迁国子助教。诸生入宿卫者，岁从幸上都，丞相哈剌哈孙始命野分

学于上都，以教诸生，仍铸印给之，上都分学自野始。”



一，从文化的双向涵化对不同民族家庭的影响来看，既有蒙古及色目家庭通过学校教育受汉族儒家文

化的影响而发生转型者，也有汉族家庭因研习蒙古新字受蒙古文化影响发生变化者。在双向涵化所带

来的家庭诸种变化中，值得注意的是多元文化家庭的出现，即在家庭中不同子弟接受蒙汉不同的教

育，甚至一人兼受蒙汉或更多种文化的教育。汉族、蒙古和色目族等都有这种情况。其二，从文化的

双向涵化对不同民族师生的影响看，既有蒙古及色目学生学习儒学而成为儒学教师或成为 “士人化”
官僚者，也有汉族学生学习蒙古新字而成为蒙古字学教授或译史等; 其三，从文化双向涵化的倡导者

来看，既有蒙古及色目族官僚及学者对儒家文化及教育的褒扬及提倡，也有汉族官僚及学者对蒙古新

字的褒扬与提倡。
在元代社会，学校教育领域民族文化之间相互涵化的现象及同一学校不同民族生员的混合状态普

遍存在，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体制中是非常独特的，它一方面促进了蒙古、色目士人群体的出

现 ( 各类儒学学校及蒙古、色目家族中的儒学教育为其重要途径) ，① 使其具有了与汉族儒士相似或

相同的知识储备、价值信仰体系和政治伦理，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蒙古文化的影响，确保了蒙古的文化

本位。这种特有的文化相互涵化现象，“主要应溯源于蒙元帝国多民族的文化秩序，也和最高统治者

忽必烈等既吸收汉法又坚持或扩散蒙古本位文化的复合政策密不可分”②。这种文化的相互涵化在元

代几乎并行不悖，特别是其坚持蒙古文化本位的态度与元代的历史发展相始终。
3. 等级制下的优惠
体现民族 ( 族群) 待遇差别的四等人制明显存在于元代科举考试之中; 在学校内部，不同民族

成员的地位亦有着明显的差别，蒙古及色目族群的学生享受种种优惠待遇，而汉人及南人生员却受到

诸多限制。
首先，从招生对象上看，由于配额制的推行，国子学系统中蒙古及色目族群学生无论是绝对数量

( 入学人数) 还是相对数量 ( 生员占各自民族总人口的比例) 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如至元二十四年

( 1287) 所定国子学规制中规定，国子学生员之数定为 200 人，先令 100 人及伴读 20 人入学。这 100
人中，蒙古生员 50 人，占额一半，而色目与汉人生员共 50 人，占额一半。又如蒙古国子学中，仁宗

延祐二年 ( 1315) ，生员设额 100 人，其中蒙古 50 人，色目 20 人，汉人 30 人。在这些学校中，学校

生员额定人数及族群分配比例时有变化，而且对蒙古及色目族群的入学优待并不仅限于贵胄子弟。由

于实行推荐制，优惠政策甚至延伸到这些族群中一般家庭的子弟，如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及回回国子

学中的“庶民之子弟”。吴师道曾对元代国子学中蒙古、色目族群入学之优待政策的泛滥提出过质

疑: “古者胄子之教，专以公卿、大夫、士之子设也。今国子学弟子员，有蒙古、色目、汉人之别，

蒙古、色目宜在优崇，故沿牒而至者不限远外，而蒙古之视色目尤优，牒保者不必其子孙弟侄也。故

至滋多混淆雍塞，其为朝臣者之子弟乃或待次数年而不得进。”③

元代国子学系统族群配额制的推行，快速改变了之前中国传统封建国家以汉族生员为主体、以少

数民族生员为点缀的格局，少数民族教育层次之高、提升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在中国民族教育史上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在国子学学生的出路及学业考核上，蒙古及色目族学生亦享受特殊的政策。元成宗大德八

年 ( 1304) 行国学岁贡制，其岁贡之名额比例、所授官品及考核难度对蒙古及色目生员的优惠是非

常明显的。“成宗大德八年冬十二月，始定国子生，蒙古、色目、汉人三岁各贡一人。十年冬闰十

802 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 11 期·教育学

①

②
③

萧启庆将蒙古、色目士人群体的形成划分为四个阶段: 萌芽期 ( 1206—1259 ) 、成长期 ( 1260—1294 ) 、壮大期 ( 1295—
1332) 、发展期 ( 1333—1368) ，其中可见学校教育及科举在蒙古、色目士人群体形成中的重要性。参见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

科举》，台北: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8 年，第 59 － 60 页。
李治安: 《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吴师道: 《国学策问四十道》，载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 1081，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 235 页。



月，国子学定蒙古、色目、汉人生员二百人，三年各贡二人。武宗至大四年秋闰七月，定生员额二百

人。冬十二月，复立国子学试贡法，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试蒙古生之法宜从

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而后国子司业齐履谦等人针对岁贡法之弊端，提出了

“升斋积分”法，于元仁宗延祐二年 ( 1315) 推行，对不同民族的生员实行区别政策。“汉人验日新、

时习两斋，蒙古色目取志道、据德两斋，本学举实历坐斋二周岁以上，未尝犯过者，许令充试。限实

历坐斋三周岁以上，以充贡举。汉人私试，孟月试经疑一道，仲月试经义一道，季月试策问、表章、

诏诰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试明经一道，季月试策问一道。”又规定 “除蒙古、色目别

议外，其余汉人生员三年不能通一经及不肯勤学者，勒令出学。其余责罚，并依旧规”。①

以上积分法中，汉人生员考试科目为经疑、经义及策问、表章及诏诰科，而蒙古及色目生员考试

明经与策问。汉人生员考试科目繁难，而蒙古、色目生员考试科目简易。以明经与经疑之别为例，唐

代明经考试中，阐发大义原为基本要求，但逐渐流为习帖。唐德宗建中二年 ( 781) 十月，中书舍人

权知礼部贡举赵赞便奏称: “举人明经之目。义以为先。比来相承。唯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能

通。经术寖衰。莫不由此。”② 而经疑则为元代所创，意在经文之间辨别疑似，对考生要求则更高。
清代纪昀等人在介绍元代王充耘的 《四书经疑贯通》时称: “其书以《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

答以明之。盖延祐科举，经义之外有经疑，此与袁俊翁书皆程试之式也。其间辨别疑似颇有发明，非

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犹笃志於研经。明洪武三年初行科举，其 《四

书》疑问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节与 《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

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盖犹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经疑之法遂废。录此二书，犹可以

见宋元以来明经取士之旧制也。”③

不同的考试方式体现出对不同民族生员的要求有高低之别，而策问作为共同的考试方式对不同民

族生员亦有不同要求。通过比较黄溍所拟的国子学蒙古、色目策问试题及国子学汉人策问试题，不难

看出差异。其中蒙古、色目生员的策问试题共 18 道，涉及学校教育的内容及目标定位、防盗救荒、
民俗与民心、人才选拔及选贤任能、人才培养与人才选拔关系、国富与民富关系、国家治理策略及其

轻重缓急、货币等问题，所论议题多平实常见，偶涉经文，亦不晦涩艰深，生员多能言之。④
4. 实用化追求及其缺陷
蒙古政权建立伊始，实用主义可以说是蒙古贵族统治者的主要指导思想，从政治管理体制的建

设、经济赋税问题的解决、军事体制的形成、民族宗教与文化教育及科举问题的处置无不体现了实用

主义特征。这一实用主义策略，不仅对蒙古及色目族群教育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其

他民族教育的发展; 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上各种学校的创设和国家学校格局的形成，也影响到微观层

面上不同学校教学内容的选择及生员的选拔和任用。
( 1) 实用化的少数民族儒学教育及科举政策改革导向。蒙元学校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学校教育的

发展是以其人才观念为核心的，尽管其人才观念随国家统治情形的变化及帝王认识的深化发生了一些

改变，但崇尚实用主义一直是基本思路。在国家尚未完全统一的征战时期，蒙元统治者主观上对儒学

的了解与认识并不深入，客观上因金及南宋科举考试重辞赋而轻经义与策论，所抡之才专于辞赋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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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选举一》、《元史·学校》。元代科举取士之法亦与学校考核之法相衔接，或者更准确地讲，学校考核之法原本袭承

科举取士之法，考试程式亦针对不同族群考生有不同的应试要求，如规定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

出题。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并规定蒙古、色目人，

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
王溥: 《唐会要》卷 75《贡举上·明经》。
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书类二》。
两类策问试题分别载于黄溍的《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及《国学汉人策问》。参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 494，南京: 凤凰

出版社，2004 年，第 219 －233 页。



经世致用方面不无欠缺。包括忽必烈在内的蒙元早期帝王怀疑和误解儒学，忽必烈在发展儒学教育及

推行科举方面具有浓厚的实用化倾向，并为后继者所沿袭，也使少数民族学校儒学教育及科举考试呈

现出实用化的政策导向。整体上，我们可以将元代开科取士之前看做儒学教育的调整期和科举的休整

期，① 儒学教育抛弃诗赋时代而回归到经学教育的经世致用传统，科举取士的导向亦由诗赋取士转向

经义取士，这对忽必烈及其后元代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产生了直接影响。不过，元代

的经学教育及科举取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到了程朱理学的影响，理学家的经学注本成为经学教育及

科举取士的标准尺规，统治者对儒学教育的实用化改造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当儒学教育与科举考

试以理学作为基准再次联姻后，儒学教育便又重新落入空疏的窠臼，少数民族儒学教育实用化的愿望

亦无法实现。
( 2) 实用化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及其缺陷。以蒙古国子学为例。畏兀体蒙古文和汉字两种

最重要的官方文字，都不在忽必烈推广官方文字的计划之内，对他而言，进占汉地建立元帝国后，如

何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族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尽管白话文汉字比文言文汉字更容易理解和掌握，但在征

服心态的影响下，统治者并未打算大力推广白话汉字，另外由于畏兀体蒙古文不能准确记录蒙古语言

的语音和汉语，因此都不在忽必烈的计划之内。忽必烈的目的，在于创制一种可以译写一切文字的官

方统治文字，在政治文书中强制使用，同时建立新文字学校来传习这一文字，即利用这一实用性的文

字教育来维持其政治统治和文化自信，我们将这一运动称为 “蒙古新字”教育运动。从元世祖至元

六年 ( 1269) 蒙古字学建立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 ( 1368 ) 元朝灭亡，蒙古字学整整存在了一百年

的时间，它对整个元代国家政治统治模式的维护、文化教育发展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不

同民族文化之间特别是蒙汉文化间的彼此渗透与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及民族语言

文字教育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典型性。
评价元代的蒙古字学教育政策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从这一文字的创制、传授来看，是相当成

功的。从忽必烈至元八年 ( 1271) 的圣旨中“随朝见当值怯薛歹、閟者赤即一百日须管习熟蒙古字”
的规定来看，这一文字并不十分难学。对这种完全借助于统治者的力量而新创制的文字，当时许多人

有过诸多溢美之词。马祖常在《国语类记序》中称: “我国家造蒙古书，因天地自然之数，以成一代

之书，求合乎先王之意，而不柅于人，宜乃列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教授不废。”② 吴澄在 《南安

路帝师殿碑》中也称: “新字和平、上、去、入四声之韵，分唇、齿、舌、牙、喉七音之母，一皆以

声为主，人以口授而耳听者也。声音之学出自佛界，耳闻妙语多由于音，而中土之人未之知也。”③

今天的学者也认为基于发音的准确性和灵活性，这种文字确实是一个奇迹。④ 但同时也要看到，它在

元代政治文书的写作中并未完全取代畏兀字及汉字，而且这种缺少文化内涵的少数民族文字随着政治

依附力量的瓦解而最终趋于消失。蒙古新字作为一种新创制的文字缺少长期的文化积淀，远未形成与

其所属的母体文化之间姻蕴共生的关系，且蒙古字学的培养目标定位于译史之类，较好的入仕机会虽

然吸引了大量学生，但其在文化影响力上远远无法与其他成熟的文字特别是汉字相抗衡，也没有内化

为民间社会的需求而渗透进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因而在元明易代之际，本身缺少文化支撑的蒙古新

字，因其政治依附力量的瓦解，其消失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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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调整期与休整期有着较明显的差异，调整是一个未中断的变化过程，而休整则是变化前的停滞状态，当然这种停

滞主要指政策的废止，而思想上并非陷于沉寂，恰恰相反，在是否恢复科举方面争议与波动从未停止。
马祖常: 《国语类记序》，载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 1035，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 406 页。
吴澄: 《南安路帝师殿碑》，载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 510，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362 － 363 页。
傅海波、崔瑞德主编: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75 页。


